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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遗忘和被歪曲的文明互鉴史实

东方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即便是被西方奉为

轴心文明的西方古希腊文明也是在东方文明的基础

上生长起来的，是东方文明孕育出了古希腊文明。

遗憾的是，这一个重要的文明互鉴史实，在当下基

本上被遮蔽、被遗忘，甚至被歪曲。长期以来，不

仅西方人言必称希腊，而且连东方人也将古希腊文

化奉若神明，仰望崇拜，觉得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

文化从来就是人类文化的楷模，文明的巅峰，高山

仰止，顶礼膜拜。这严重影响了东方学者的文化自

信。例如，我们的世界文学史，大多数是从古希腊

文学讲起，给人的感觉是西方文明自古以来就是领

先世界的，而事实完全不是如此。

众所周知，全世界有古苏美尔 / 巴比伦、古埃

及、古代中国、古印度等四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

地区，孕育了古苏美尔 / 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

国、古印度四大古国的辉煌文明。它们是人类文明

最早诞生的地区，人类今天所拥有的哲学、科学、

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都可以追溯到这些

古老文明的贡献。四大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历法，

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字，都产生了对世界文明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技术与发明，如印度河、黄河、两河流

域的文明使用陶轮制陶，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都较早

计算了圆周率，古巴比伦和中国都较早发现了勾股

定理和实际应用，古印度则发明了阿拉伯数字。包

括四大文明古国在内的古老的东方文明，更是孕育

出五光十色、绚烂多彩的古代世界文学。总体而

言，四大文明古国都是文明独立产生地，有着清楚

的文明产生、文字的产生以及延续的脉络。

然而，四大文明中没有古希腊文明，为什么古

希腊不属于四大文明古国？根据学术界的研究证

明，因为古希腊文明不是原生性文明，不是原创文

明，而是吸收古苏美尔 / 巴比伦、古埃及文明而形

成的次生文明。四大文明古国都有自己原创的文

字，例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

文字，古代中国的甲骨文，古印度的达罗毗荼文。

然而古希腊文字并非原创，而是来源于亚洲腓尼基

字母，而腓尼基字母又是腓尼基人在古苏美尔 / 巴

比伦楔形字基础上将原来的几十个简单的象形文

字字母化形成，时间约在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现

在的字母文字，几乎都可追溯到腓尼基字母。大约

公元前 8 世纪时，古希腊人在学习腓尼基字母的基

础上，加上元音发展成古希腊字母，在古希腊字母

的基础上，以后又形成了拉丁字母。古希腊字母和

拉丁字母后来成为西方国家字母的基础。显然，古

希腊文明是在古苏美尔 / 巴比伦、古埃及文明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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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原生文明影响下的一个次生文明，是一个文明交

流与文明互鉴的成果。后来古希腊文明西移到古罗

马，成就古罗马文明，最终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源

头 。从这些事实来看，西方文明本身就是向东方

文明学习而形成的，是文明互鉴的结果。这个史实

充分昭示：不同的文明常常是相互借鉴、相互学

习、相互促进的结果，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和

进步的基本规律。

世界文学的形成，也是文明互鉴的结果。从文

学角度来看，古希腊文学也是向东方学习，受到东

方文学影响的，是文明互鉴的成果。各东方古国都

有自己的神话传说，都有伟大的文学作品。比如，

古苏美尔 / 巴比伦文明有着人类最古老的史诗《吉

尔伽美什》；古埃及文明有其拉神及奥西里斯的传

说，有宗教性诗文集《亡灵书》；古印度文明孕育

出卷帙浩繁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

以及吠陀文学；中华文明有着传唱数千年的《诗

经》。与此同时，东方各国都有着长期探索文艺理

论的历史以及丰硕的古代文艺理论资源，如中国和

印度在公元前数百年，就已经有关于文艺理论的

记载，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也涌现出诸多文艺理

论家。东方其他国家或地区也在文明互鉴基础上发

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文艺理论，如波斯、阿拉伯、日

本、朝鲜文论等。正如季羡林所言，“东方各国共

同努力，形成了东方文艺理论体系。内容有同有

异，总起来看却是一个庞大而深邃的、独立的文艺

理论体系”［1］，东方文艺理论不但历史悠久，而且

灿若繁星、庞大深邃，在世界文艺理论发展历程中

熠熠生辉。

然而，近现代以来，西方人在对于西方文明的

自我确证与认同过程中，常常带着傲慢与偏见，不

断贬低甚至否认东方文明的价值。比如孟德斯鸠在

《论法的精神》中，把“奴性”的标签贴在东方人

身上［2］；黑格尔则在“东方专制”论基础上，认

为东方无“精神”、无“自由”，并由此得出东方

无“思辨”、无“哲学”，黑格尔对东方哲学包括

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基本上不予认可。例如，他认

为中国无哲学，有的只是一些常识性的道德教训，

“我们在这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他认为中国哲

学“本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讲的题材和范围之内……

我们所以要提它，只是为了表明何以我们不多讲

它”［3］。那么，哲学从哪里开始的？在黑格尔看

来，真正的哲学自西方开始。斯宾格勒则继续强化

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其书虽名为《西方的没

落》，其“文明观相”的结果却是断言非西方的文

明形态早已衰朽死亡，认为“东方的图像是静止

的”［4］，东方各国都没有文化更新或再生的能力，

唯有“西方文明”将迟至公元 23 世纪时才进入没

落阶段，暗含“西方的没落”也许就是西方文化的

再造或再生的逻辑。上述西方学者研究东方，更多

是为了确证西方文明相较于东方文明的“高人一

等”，为了西方某些国家入侵东方、殖民东方，为

东方带去“先进”制度、“先进”文化提供文明的

合法性，其中所蕴含的文明观，本质上是一种以西

方为中心的文明优越论，他们的系列论述为西方文

明在近现代一家独霸搭建了理论基础。

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自然也蔓延至近现代世

界文学、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与研究中来，即便是

最早提出“世界文学”概念、对中国文学多有赞赏

的歌德，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也难以摆脱西方中

心主义思维定势的影响。歌德虽有着广博的世界主

义胸怀并且广泛涉猎东西方文学，其文学研究仍是

侧重于欧洲古典文学，“他一方面号召欧洲作家要

克服固步自封的缺点，把目光转向德国以外的世界

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真正

堪称经典的作品应该在古希腊文学中寻觅”［5］。歌

德这种能关注并赞赏东方文学的学者尚且如此，更

不用说其他那些眼里只有西方文学、以西方文学为

尊、以西方为文明中心的西方研究者了。

事实上，东方不但有自己卓越的文学经典，而

且东方的史诗甚至比古希腊的史诗《荷马史诗》要

更早出现。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的雏形在

苏美尔时期已形成，公元前 18 世纪编订成书，比

古希腊荷马史诗早约一千年。此外，《吉尔伽美什》

史诗还影响了古希腊史诗的形成。例如：史诗中比

较著名的一段内容是水神伊亚要用洪水毁灭人类的

故事，被后人称作诺亚方舟的美索不达米亚版本。

希腊学者约阿尼斯·柯达特斯（Ioannis Kordatosr）

认为，有大量的章节内容都显示了《吉尔伽美什》

与《奥德赛》之间的微妙联系。也有一些观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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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大洪水章节与《圣经》中

的诺亚方舟的故事以及其他古文明关于洪水的记载

有关，认为《圣经》中关于大洪水的部分是从《吉

尔伽美什》的记载演变而来。《吉尔伽美什》有很

多与希伯莱《圣经》相对应的地方，可以视为《圣

经》的先驱，希伯莱《圣经》中几个关键主题都是

来自于《吉尔伽美什》。早在《圣经》撰写之前的

1000 年，这些内容就已在美索不达米亚流行了［6］。

印度与中国早期的文学，基本上与古希腊文学同时

产生。古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

虽然在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才成书，但其

基本内容在公元前 10 世纪已经形成；中国的《诗

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产生于公元前 11 到

前 6 世纪；《荷马史诗》的基本情节则形成于公元

前 9 世纪，并在公元前 6 世纪用文字记录下来［7］。

由此可见，古希腊文学仅仅是西方文学的源头，却

称不上是全世界文学的源头，古希腊文学的形成明

显受到了东方文化、文学的影响。然而，近现代以

来，在西方文明优越论主导下，东方文学经典似乎

被大多数西方学者选择性无视和忽略，作为世界文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文学的价值和地位无法得

到应有的还原和呈现。

而在文艺理论方面，近现代西方各种文艺理论

流派风起云涌、层出不穷，主宰着世界文艺理论的

走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学者，在近现代东

方国家被迫打开国门、西学涌入且占据主导地位的

历史语境下，难免潜移默化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渗透

和影响。东方人形成了对西方文论的崇拜痴迷，甚

至和西方人一样，相信西方文论的普适性，认为西

方文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套用到世界各国

文学的研究中。

事实上，东方三大文明圈（东亚、 南亚、西亚

北非）早已形成丰富、多元而深邃的文艺理论范

畴，如印度诗学的“味”“韵”“庄严”“曲语”，中

国古代文论的“风骨”“文气”“神韵”“意境”“滋

味”，阿拉伯诗学的“技”“品级”，波斯诗学的

“味”“律动”，日本诗学的“物哀”“幽玄”“寂”

等。但这些丰富的东方古代文论资源，却被遗弃在

现当代主流的西方文论背后。西方学者站在西方

的立场，认为西方文论是世界文论的主宰。而我

们东方学者，也“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崇洋媚西

的气氛”［8］，逐渐忘记我们自身的文论话语言说方

式，变得“知西而不知东”［9］，对待我们自己的文

学，首先想到的是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例如，中

国台湾学者古添洪和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

台湾》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我国文学，丰富

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

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

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或近代

文学时，即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

学的宝藏。”［10］当然，我们需要借鉴和吸收西方文

论的菁华，却不能认为中国文论“缺乏系统性，缺

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从而理直

气壮地把西方文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公

式，机械套用至我们的文学研究中，而不考虑我们

东方自身的文化语境和话语特征。上述案例呈现出

了中国文论乃至整个“东方”的文论所面临的“失

语”困境。这种“失语症”不仅仅存在于中国文论

之中，东方其他国家也存在同样的困境。东方文论

的“失语”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话语权占据主导地位

的结果，在这种话语权之下，东方文明失落了自己

的话语言说方式，长期以来被西方话语所言说，并

且被视作西方“先进”文明的反衬，作为世界文学

与文论组成部分的东方文学与文论，其价值与内涵

也逐渐被遮蔽。随着近现代历史发展，“西方中心

主义”甚至潜移默化影响了东方人的思想：东方的

文化与文学、东方自身的话语，逐渐被东方人自己

所怀疑、所贬低、所否定、所遗忘。

然而，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西方文论的局限性和

东方文论的价值之时，当我们试图冲破“西方中心

主义”话语霸权、走出这种“失语”藩篱之时，却

又迎来了新的困境：我们凭借“什么”走出“失

语”？东方文论出现“失语”并不只是因为西方文

论过于“一家独大”，当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东方文

论时，我们发现东方文论在当代面临着一个共同窘

境：东方三大文化圈都有丰富的古代文论资源，但

都缺乏具有创新性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当代文

论。相较于西方现当代文论在西方古代文论基础上

的创新发展和日新月异，现当代东方文论的发展与

东方古代文论是相割裂的，东方古代文论资源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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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西方那样，被继承并且实现当代语境中的转换与

创新。一旦离开西方文论话语，我们似乎就无法解

释那些与当代境况密切联系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怎

样摆脱东方文论失语的困境，需要当今学者深入研

究和潜心实践。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一条展示东

方文论话语现代性的路径：西方文论话语的东方元

素。这或许是我们重新认识东方文论话语的现代性

品格和现代性意义的一个突破口。

二 西方文论话语的东方元素：
东西方文论互鉴的新路径

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文明互鉴，离不开各种

文化的交流碰撞、互学互鉴。回顾人类近现代文化

与文论思想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即便在近现

代，即便在西方文明一家独大、西方文论引领世界

的文化的现当代，东西方的文明互鉴，仍然一如既

往地顽强存在，不会因为西方的文明偏见而消失，

也不会因为东方人的文明自卑而停止。例如，西

方思想与西方哲学与文论大家海德格尔、叔本华、

尼采、福柯、德里达、荣格等，都曾向中国、印

度、阿拉伯、日本等东方思想文化及东方古代文论

学习，汲取养分，在文明互鉴中实现学术创新。而

在西方一些文学流派，如意象派、超验主义等，及

其代表人物的文学思想与创作中，我们也能看到东

方的影响因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文化与东方

古代文论是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渊源之一，研究这种

渊源关系，考察近现代西方文论中的东方元素，探

讨东方文化、文论元素在近现代西方文论中的变异

现象，不仅有助于纠正此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偏

见，重新认识文明互鉴的重大意义和东方文化与文

论的现代性价值，也是进一步拓展东西诗学比较与

对话，推动比较诗学影响关系研究，开阔比较文学

研究视野和丰富比较文学研究资源的一条新路径。

长期以来，中国的中西比较诗学模式基本上是

平行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模式不涉及实际影响关系

的实证性研究，而且中西比较大都从宏观角度来

进行，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到章炳麟的《文

学例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这些作为那个

起点时代的标志性文献，都显示了中西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的开端。在其后的大半个世纪，朱光潜

的《诗论》（1942）、钱锺书的《谈艺录》（1948）

《管锥编》（1979）、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

（1983）、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等，都是

中西比较诗学思想史演进途中的标志性文献，也

都是平行研究的范例。到了 80 年代，比较文学在

中国兴起，比较诗学也开始昌盛：《中西比较诗学》

（曹顺庆，1988）、《中西比较诗学体系》（黄药眠、

童庆炳主编，1991）、《世界诗学大词典》（乐黛云、

叶朗、倪培耕主编，1993）、《比较诗学》（饶芃子，

2000）、《比较诗学与他者视阈》（杨乃乔，2002）、

《道与逻各斯》（张隆溪，英文版 1992 年，中译本

2006）纷纷出版，但是，这些没有一部是从影响研

究的角度切入的。在海外，美国学者的比较诗学

同样如此，例如《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

研究札记》（厄尔·迈纳，英文版 1990 年，中文版

1998 年）、《比较诗学》（叶维廉，1983），莫不如

是。本文探讨的西方文论的东方元素研究，是从文

明互鉴和诗学实证影响关系进行比较诗学研究的，

因而是实证性比较诗学影响变异研究的新路径。

（一）西方文论中的中国、日本元素

透过文明互鉴与思想影响和诗学的实证性考

证，我们会发现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荣格等

西方文论大家的思想与中日文化、文论，确实存在

若干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并非偶然，因为他们

都或多或少受到传入西方的中日文化与文论思想的

影响，并自觉将中日元素吸纳进来。而像庞德、叶

芝等西方诗人，则通过借鉴中国、日本等东方元

素，通过模仿东方的文学作品，创出新的文论流派

与文学作品。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是 20 世纪存在主

义哲学和现象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对现代西

方文艺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相关史料，海

德格尔曾与华裔学者萧师毅一起合作翻译过《老

子》，对道家思想怀有浓厚兴趣，并从《老子》《庄

子》中汲取营养，丰富他对“存在”问题及现象学

的理论思索，这也是为何学者们在研究海德格尔和

现象学时，会不自觉地将其与中国的老庄思想结合

在一起。例如，海德格尔自豪地认为，自己首先

重新开启了存在问题，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最终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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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然而，是什么东西导致了海德格尔首先重新开

启了存在问题的？实际上是东方思想。

2000 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第 75 卷中有

一篇写于 1943 年的文章，探讨荷尔德林诗作的思

想意义，文中引用了《老子》论“有无相生”思

想的第 11 章全文：“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

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

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

之以为用。”什么是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

自身的存在不“是”一存在者，“无”也是存在的

特征，更明确地说：“存在：虚无：同一。”因此，

“存在的意义”问题同时也是对“无”的意义的探

寻。但此种“无”既非绝对的空无，亦非无意义的

无。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虚无：同一”之无，

是“存在之无”，无从属于存在。换句话说，存在

是“有”和“无”的统一。这就是海德格尔首先重

新开启了存在问题的根本路径。众所周知，有与无

共同构成“道”，是《老子》的基本思想：“天下万

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显然，海德格尔的学术创

新，与《老子》思想密切相关。海德格尔曾多次在

各种学术研讨会上和个人著作中公开引用《老子》

《庄子》的原文来佐证或是阐发自己的观点，他在

1944 — 1945 年撰写的手稿《乡间路上的谈话》中，

曾坦白道，“在我的学生时代，我在一本关于中国

哲学的著作中借鉴了两位思想家之间的简短对话，

因为这让我印象深刻，尽管我之前并没有完全理解

这些对话的含义”［11］，这段话出自《乡间路上的

谈话》最后一部分《在俄罗斯战俘营里一个年轻人

与一个年长者之间的夜谈》，海德格尔在这部分的

内容中，谈及了一个他在很多著作中都会讨论的话

题，即“被抛掷于‘存在’之中所带来的毁灭感”，

对于这种境况，海德格尔借鉴了道家的“无为”思

想，认为我们能做的最谦虚的事，莫过于让自己平

静地等待。与此同时，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海德

格尔还引用了《庄子》中关于“有用”与“无用”

的讨论对话，来进一步论述人需要区分什么对他

来说是真正“有用的”“必要的”。受《老子》《庄

子》等中国哲学典籍的启发，海德格尔在《乡间路

上的谈话》也以“对话体”形式，展开他的思想论

述［12］。据文献记载及学者统计，海德格尔至少在

13 个地方引用了《老子》《庄子》德文译本中的一

些段落［13］，在其相关论述中，不乏对“老庄思想”

的借鉴，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下，海德格尔不仅

重新开启了存在问题，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最终克服

者，而且渐渐形成一套独具创新性的存在主义哲学

与现象学理论。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哲

学家和社会考古学家，其思想影响了西方文论流

派的后结构主义转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

学》是其解构主义思想的代表性著作。福柯在《词

与物》前言中提及，他之所以想要写这么一本书，

彻底清算西方知识史，是受到作家博尔赫斯曾引

述的“某种中国百科全书”中对动物之分类的启

发，在这部百科全书中，动物可以划分为：“（a）

属于皇帝的，（b）散发香气的，（c）驯服的，（d）

乳猪，（e）美人鱼，（f）神话中的，（g）自由走动

的狗，（h）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i）疯狂的，（j）

数不清的，（k）用非常精细的骆驼毛刷绘制的，

（l）等等，（m）刚刚打破水罐的，（n）远看像苍蝇

的。”［14］福柯认为这种中国式的动物分类打破了西

方原有的、习以为常的分类秩序，“在这个令人惊

奇的分类中，我们突然间理解的东西，通过寓言向

我们表明为另一种思想具有的异乎寻常魅力的东

西，就是我们自己思想的限度，即我们完全不可能

那样思考”［15］。这种令福柯乃至西方人感到惊奇

的中国式分类，启发福柯追问“我们”和“他者”

的区别在哪里，启发福柯追问：为什么西方人不会

像中国人那样思考？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思考问

题？福柯在《词与物》中进一步为“中国分类法”

寻找合理性及其依据，在此基础上又颠覆了一切分

类的合理性，解构了此前被西方人所认为的一成不

变的事物分类的合理性，并认为分类之所以“合

理”，是因为确立这一分类及事物秩序的“人”给

它贴上了种种合理化的标签。中国文化的传入，促

使福柯在东西文化及逻辑思维模式差异的比较中，

展开对西方传统知识结构的怀疑与反思。

雅克·德里达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符号学家、

文艺理论家，也是西方解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

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期间，受到他的朋友与

室友——法国著名汉学毕仰高的影响，德里达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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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文化和汉语。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谈

及汉字的“音—义”关系之时，常常回想起他和友

人毕仰高的关于中国与汉字的讨论［16］。德里达在

《论文字学》一书中指出，在“语音中心主义”影

响下，西方人长期以来存在着“中国偏见”和“象

形文字偏见”［17］。德里达在书中通过颠覆传统的

“言语 / 文字”的二元对立，向以“语音中心主义”

为代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出质疑和批判，打破了

此前言语的权威地位。在德里达看来，一方面，言

语和书写文字同属于表达意义的“工具”，二者在

符号层面上相平等；另一方面，书写文字与言语相

比不仅没有劣势，反而具有一些言语所没有的优

势，比如书写文字具有“可重复性”，可以不考虑

讲话者的意图等。通过接触中国文化和汉字，德里

达开启了言语和文字的比较研究，在对西方中心主

义的反思中逐步建构起自己的解构理论。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是瑞士心理学家，精神

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理论对西方文论的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荣格对诸如《易经》《庄子》《礼

记》等中国典籍有着广泛涉猎，并专文论述《易

经》。荣格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便结识了著名汉学

家和《易经》的德文翻译者卫礼贤，并跟他就《易

经》和中国文化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当时荣格正

处在与弗洛伊德以及传统精神分析决裂时期，亟

需寻找一个新的理论基点，来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分

析理论，《易经》和中国文化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

基点。在和卫礼贤合著的《金花的秘密：中国生

命之书》中，荣格认为“《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

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

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

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18］，并提到从《易经》中

可以找到一个足以动摇西方心理学基础的“阿基米

德点”［19］。荣格认为《易经》中包含一种共时性

原理，“建立在共时性原则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在

《易经》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是中国思维方式的最

集中的体现。而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这种思维方

式，从赫拉克利特之后，便在哲学史上消失，只是

在莱布尼茨那里出现过一些低微的回声”［20］，受

此启发，荣格提出“共时性原则”，并将“共时性

原则”作为其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基点。

早在爱尔兰戏剧家、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

接触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及理论之前，他就通过研读

传统英诗和从事神秘主义活动，自发地发展出自己

的象征主义文论思想。叶芝和庞德都是“诗人俱乐

部”成员，他们都对东方文化、哲学与艺术有着浓

厚的兴趣，因此在接触到日本能乐等东方艺术后，

叶芝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象征主义理论。1916 年，

叶芝为庞德根据费诺罗萨遗稿整理编辑的《若干日

本贵族剧本》作序，他在序中写道，“我不知道我

是否异想天开，竟在这些剧本本身之中发现，一种

对单一隐喻的刻意发挥”［21］，在此之后，他不仅

在一篇诗作中发挥某一隐喻，还将同一隐喻贯穿至

多篇诗作中。针对象征派诗歌理论想要追求的内心

的“最高真实”，叶芝将它与日本能乐的“面具”

对应起来，并赋予其神圣宗教意象的意味。“事实

上，借助于‘由欧内斯特·费诺罗萨翻译、埃兹

拉·庞德完成’的日本剧本，我发明了一种戏剧

形式，高雅、间接、象征，无须暴民或新闻界买

帐——一种贵族形式”［22］，叶芝不仅模仿日本能

乐的艺术手法创作出《鹰泉边》《炼狱》等戏剧作

品，并把“面具”应用至戏剧里，他还在中后期诗

作中绘制了一些如日本能乐面具一般感情类型化、

程式化的角色，如阿赫恩与罗巴蒂斯、疯女珍妮与

主教、贵妇与侍婢等［23］。

（二）西方文论的印度元素

南亚的印度是世界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印度的

宗教哲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宗教哲学之一，在

印度诞生了哲理深奥的《吠陀》《奥义书》，以及

佛教、印度教等，印度思想不仅在印度，还在世界

具有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力。回顾近现代西方文论的

形成与发展，我们会发现叔本华等对西方文论产生

着重要影响的哲学大家的思想，以及艾略特、美国

超验主义等诗人与流派的文学思想及其创作，都受

到了印度文化，特别是印度宗教的影响。

叔本华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也是唯意志论的创

始人和主要代表。叔本华在他的代表作《作为意志

和表象的世界》中谈及他的哲学思想有三个影响

来源，分别是柏拉图、康德和《奥义书》［24］，而

叔本华哲学的几个重要命题，其来源都可以追溯

到《奥义书》的思想。在本体论方面，叔本华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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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观点：一是世界是我的表象，二是世界是我

的意志。“世界是我的表象”这一观点与《奥义书》

中所阐述的有关摩耶之幕的主要教义相一致，“摩

耶”意为“欺骗”“骗局”，转义为外表世界的创

造者，而“摩耶之幕”则指遮蔽真实世界的帷幕，

叔本华认为表象世界就是世界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摩

耶世界，而世界的一切表象都由主体自我产生［25］。

叔本华认为作为我的表象的那个世界是变换的，并

非世界的本质，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真正内在的本

质的东西，那就是“世界是我的意志”，“身体的感

受”则被叔本华当作走向意志世界的出发点，当这

一感受与意志相契合时，则为欢乐，与意志相违背

时，则为痛苦，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也是如此，都

是人身体意欲的客体化，叔本华在此将主体与客体

世界相连接、相统一了起来［26］。“世界是我的意

志”这一观点与《奥义书》所表达的“我即世界，

世界即我”核心观点不谋而合，《奥义书》中有言：

“大梵者，此全世界皆是也”［27］，“其人也，尽弃一

切法，无‘我所’亦无我慢，皈依大梵主，‘汝为

彼’‘我为大梵’，‘凡此皆大梵也夫’。世间无有任

何异多者”［28］。印度哲学的“梵我同一”思想深

深影响和启发了叔本华对世界和人生本体论的探

索，并促使他克服传统西方哲学切断主客体联系的

局限性。与此同时，叔本华还吸收了《奥义书》中

涉及的人生痛苦并于痛苦中寻求解脱的相关思想。

《奥义书》认为，由于自我受到表象世界，即摩耶

之幕的遮蔽，会错把各种感官行为和刺激当作真实

的东西来追求，由此不断产生欲望，成为了“欲望

的奴隶、幻觉的仆人”，并不断渴望获得满足，当

自我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会因欲望的折磨而感

到痛苦、悲伤［29］。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

世界》中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人生来就是痛苦

的，欲望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而要摆脱这种痛

苦的困扰，方法不在于设法满足各种欲望，而是要

放弃各种欲求，摆脱各种活动的纠缠及其纷扰。叔

本华的这一观点也可追溯至《奥义书》的教义，在

《奥义书》中，人必须克服自己的欲望，放弃意志，

才能寂灭一切，摆脱生死流转和因果轮回，从痛苦

中解脱出来，回归永恒的梵天之中，与之合一并获

得极乐［30］。

T.S. 艾略特是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先驱人物，在

20 世纪的英美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英

美新批评派的奠基人之一，被称为“现代文学批评

大师”。长诗《荒原》是艾略特最负盛名的作品，

也是艾略特诗学思想在诗歌创作上的实践与呈现。

艾略特在《荒原》中运用了大量典故意象，其中不

仅有传说、神话中的典故，还涉及但丁、莎士比亚

等古典文学典故，另外还纳入了佛教、基督教等宗

教意象，这些典故与意象既是诗人情感的“客观对

应物”，也构成了全诗的隐喻结构。受到哈佛大学

的白璧德、兰曼、伍兹、桑塔耶那等学者以及东方

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艾略特在大学时期对东方哲

学逐渐产生兴趣，系统学习梵文和巴利语，同时，

他还选修了一位日本教授开设的佛教课程，接触到

包括《吠陀经》《奥义书》《瑜伽经》《薄迦梵歌》

在内的古印度经典［31］，这些都影响了艾略特的创

作，为艾略特在《荒原》中纳入印度意象和元素打

下了基础，艾略特本人也在《基督教和文化》一书

中写道，他自己的诗歌显示了印度思想和情感的影

响［32］。在《荒原》中，艾略特运用了“轮子”这

一印度佛教意象。在佛教中，“轮子”常常用来隐

喻“轮回”，在“轮回”中，生命在天、人、阿修

罗、饿鬼、畜生、地狱等六道迷界中生死相续，犹

如车轮没有止息地旋转，生命只有中断这种轮回，

才能抵达“涅槃”彼岸。艾略特在“死者葬仪”一

章中，借助梭斯脱里斯夫之口说道，“这是带着三

根杖的人，这是转轮”“我看到一群人 , 绕着圈子

走”，“轮子”“转轮”这一意象，象征了伦敦人单

调循环的生活和虽生犹死的绝境［33］。

（三）西方文论的阿拉伯、波斯元素

阿拉伯地区不仅是东西交流的桥梁与中介，诞

生于这片地域的阿拉伯文学与伊斯兰文化还广泛传

播到世界各地并产生重要影响。波斯则是诗歌的国

度，在这里涌现出菲尔多西、鲁米、萨迪、哈菲兹

等众多闻名世界的大诗人，群星璀璨；古波斯帝国

国教琐罗亚斯德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在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出现之前盛行一时。西方诸如歌

德、尼采等大学者，纷纷从近东地区汲取思想与文

化的养分。

德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歌德一生著述浩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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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互鉴与西方文论话语的东方元素

《西东合集》为歌德晚年成熟诗艺的结晶，这本诗

集横跨东西方文化，集中展现了歌德对东方文化的

认同。《西东合集》起笔于 1814 年，1819 年首次

问世，此后经过诗人不断补充完善，到 1827 年定

稿出版，与此同时，1827 年歌德首次提出了“世

界文学”的概念。歌德《西东合集》的创作及其晚

年所持有的世界文学的视野与观点，离不开他一

直以来对东方文化艺术系统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其

中，近东阿拉伯、波斯地区的文学与宗教对歌德

产生了主要的影响。早在青年时期，歌德就通晓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阅读阿拉伯、波斯的文学

作品，歌德对波斯诗人哈菲兹尤其偏爱，哈菲兹

的《诗歌集》也给予歌德新的创作灵感和精神动

力。他在《西东合集》的附注中写道，“我早就对

哈菲兹和他的诗歌感兴趣，但我所接触到的文学游

记报刊和其他一些东西并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概念

和对这位伟人的价值以及文学功绩的认识。然而，

当我 1813 年春天得到他的作品的完整译本后，我

便怀着特殊偏爱把握他的禀性，才试图拿自己的创

作和他攀比。这项有益的研究活动帮助我超越了时

代隔阂，并最终使我安然享受到祥和的果实”［34］。

歌德从哈菲兹的诗歌中了解到了东方的炽热、真挚

与浪漫，他为之感动并由衷地敬仰哈菲兹这位大诗

人，他还希望能和这位哈菲兹比肩同行，模仿哈

菲兹创作，并达到东西方艺术与精神的高度结合。

紧接着，1814 年冬季，歌德开始研究阿拉伯艺术，

并收集了土耳其、波斯等地区的民间传说和游记作

品，希望对东方文化作出系统全面的了解，一直

到 1815 年 5 月，歌德都沉浸于对东方文化的研究

与发现中，这一时期他创作大量诗歌，并将所有的

诗歌编排成组诗，使之形成一个整体。《西东合集》

中的诗歌均以波斯、阿拉伯等东方诗人为楷模，均

融入了近东地区的伦理、民俗、宗教、哲理以及社

会生活等许多领域的题材，比如“冬天和帖木儿”

这首诗就取材于一首阿拉伯诗歌，原诗描写了帖木

儿率军侵略明代中国而失败的故事，歌德读了这一

故事的意大利语译本后，也用同一题材作诗影射率

军进攻俄罗斯而失败的拿破仑。“人生五过”则是

一首生活哲理诗，取材于哈默尔《东方宝库》中的

译作［35］。《西东合集》是歌德研究阿拉伯、波斯等

近东地区文学文化，并将东方元素融入诗歌创作的

一次集中的成果展现，这部诗集最初的书名为《西

东合集，或者联结东方的德意志诗集》，其中也体

现了歌德希望联结东方与西方的世界胸怀与文学理

想。对东方文化认识的日渐加深，也促使歌德逐渐

形成“走向世界文学”的愿景与追求。

德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文化评论家尼采

对东方文化亦有广泛涉猎，其思想对西方现代的

诸多文学家和文论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尼采 24

岁时成为了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德语区古典语文学

教授，专攻古希腊语、拉丁文文献，他对希腊和

拉丁等古典语言文学的深入研究也让他开始接触

波斯的古代历史及其文化，在他的作品集包括笔

记中留下了不少关于古代波斯人及其文化的书写

与记录［36］。尼采对波斯人抱有一种较高的崇敬态

度，他对波斯人最深切的兴趣和钦佩在他讨论波

斯人循环的历史和时间观念时表现出来，尼采在

谈及波斯人的历史观、时间观时说道，“我必须向

波斯的查拉图斯特拉致敬，因为波斯人是第一个

全面思考历史的人”［37］。波斯的历史时间概念在

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尼采自己的“永恒轮回”思想，

或者说波斯人的观念促使尼采的“永恒轮回”思

想得以进一步发展。在波斯文化的影响下，尼采

选择古波斯帝国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查

拉图斯特拉”作为其哲学的“先知”，创作了《查

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尼

采通过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表达自己的思想，宣讲

未来世界的启示。

综上可见，发掘西方文论的东方元素，能给东

西诗学对话和比较文学研究带来诸多素材与案例，

形成比较诗学影响变异研究新路径，丰富比较文学

的研究。探索西方现当代文论之形成与东方文化和

文论思想的渊源关系，也有助于我们考察东西文明

如何互动交流并走向创新，帮助我们重新发现东方

文化和文论思想在当代语境中的现代性价值。限于

篇幅，笔者仅仅是将东方文化元素对西方近现代文

论产生实证影响的一些代表性案例罗列出来，尚未

在东西文明的异质性基础上，深入考察西方学者对

这些东方元素的接受与变异，并分析东方元素在西

方的变异和创新现象，这些都是东西诗学对话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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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研究的重点，本文仅仅是个开始，今后会在个

案研究中进一步加以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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